
 
DOI: 10.16538/j.cnki.fem.20220929.302

和谐的力量：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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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是指员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对组织劳动关系和谐性的心理

感知，有助于形成组织内部劳资双赢的局面，深刻影响员工行为和组织绩效。在近几年不确定

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本文主要关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成功应对非常态环境冲击所必

需的韧性能力的影响。文章运用来自48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配对问卷调查数

据，研究发现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所带来的合作共享理念和融洽人际关系，能够从战略理解、战

略认同和战略承诺三个方面帮助组织在逆境下更快更好地达成战略共识，从而使组织具备更

强的应对环境冲击的韧性。此外，变革型领导可以在组织遭遇非常态环境时通过愿景激励更好

地鼓舞士气，增强员工协同抵御外部冲击的使命感及从事创新活动的勇气和信心，因此能够强

化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通过提升战略共识对组织韧性产生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较好地体现

了和谐劳动关系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进而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角度为企业提升组织韧性提

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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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以来，和谐劳动关系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关注。尤其是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压力、重塑增长路径的新力量与原有

用工制度所积累的问题交织叠加，组织内部潜藏的劳资矛盾逐渐凸显和激化，对劳动关系的和

谐稳定产生重大冲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新时期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不仅是肯定了和谐劳动关系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

的重要意义，更是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劳动者体面劳动与组织竞争力协同共进的全新课题。

伴随着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调整，学界一直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演变保持

收稿日期：2022-07-17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青年项目（20DGLJO15）

作者简介：迟冬梅（1985—），女，山东女子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段升森（1984—），男，山东管理学院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通讯作者，duanss@sdmu.edu.cn）；

张玉明（1962—），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 45 卷 第 1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5 No. 1
2023 年 1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Jan.  2023

 

8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1期）



较高的研究热情，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随着研究的深入，劳动关系氛围

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和价值逐渐被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劳动关系氛围作为员

工对组织劳动关系状况的一种心理感知（Angle和Perry，1986；Lee，2004），是衡量劳动关系和

谐程度的关键指标（崔勋等，2012）。而且，基于员工认知视角能够将劳动关系研究从传统的制

度分析领域引入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领域（Hansen，2002），这使得劳动关系氛围及其影响

逐渐成为学界的前沿和热点议题。既有研究发现和谐程度较高的劳动关系氛围能够显著提升

员工工作满意度（崔勋等，2012）及创新行为（刘春英和万利，2018），并有助于改善组织有效性

（Wagar，1997）、产品服务质量（Wu和Lee，2001）和顾客满意度（Deery和Iverson，2005）。然而上

述关于劳动关系氛围影响效应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常态环境，较少有研究以非常态环境冲击下

的组织行为为结果变量。

组织韧性是组织面临非常态环境冲击时表现出来的恢复和适应能力，被视为组织应对多

元逆境、在危机情境下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特质（Linnenluecke，2017）。作为一种贯穿危机预

警、识别、应对及结果反馈全过程的多维复合型组织能力（Duchek，2020），组织韧性的提升是

一项长期的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近年来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贸易争端、逆全球化思潮等突

发和不确定性事件深刻改变了组织的生存环境，对组织的发展甚至存续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培

育和提升组织韧性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影响组织韧性的众多因素之中，员工个体层面的

价值信念和心理特征决定了员工韧性水平，是组织层面韧性能力产生的基础和前提（Weick，
1993；Giustiniano和Cantoni，2018）。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关系氛围作为员工的一种心理认知

是否也会以及会如何对组织韧性产生深刻影响呢？对该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从非常态环境的

视角深化组织氛围与组织行为关系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促进组织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竞争力

提升。

在探索建立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的关系模型时，本文尝试打通两者之间的战略通路。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文献指出，组织成员心理感知所驱动的行为表现与组织战略需求相

契合，是组织战略目标实现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前提（Bourgeois，1980），也是动态环境

下组织变革有效实施的内在动力（Kellermanns等，2005）。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构筑合作共享

的理念和营造融洽交流的氛围，提升组织成员之间的战略共识，可能是劳动关系氛围促进组织

韧性的一条重要路径。此外，有效的领导行为有助于降低员工和组织的角色冲突并激发员工持

久的工作热情，是获取卓越组织绩效的重要保障（Coyle-Shapiro和Shore，2007）。变革型领导坚

信员工的能动性和创造力（Bass，1985），善于运用人际沟通和愿景激励协调员工之间及员工与

组织之间的关系（Wang和Howell，2010），使员工在组织发展和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的转型中

主动承担更大的责任（段升森和张新，2015），可能是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形成并向组织韧性

转化的“催化剂”。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中国情境，旨在从劳动关系氛围的角度探讨新时期大力弘扬和谐劳

动关系能否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具体而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大样本调研数据对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内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实证

分析，以期揭示“和谐的力量”，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组织韧性能力的持续

提升提供路径参考。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主要关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不

确定性环境下组织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弥补了以往多立足于常态环境考察劳动关系氛围

及其影响的研究不足，能够丰富劳动关系氛围组织后果及作用机制相关研究。第二，揭示变革

型领导行为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拓展弱工会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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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劳动关系氛围的作用情境。第三，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角度解答员工个体心理动机如何催

生组织韧性，为组织韧性的前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  研究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

劳动关系氛围来源于组织氛围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应用和拓展（Nicholson，1979），是组织

成员在互动联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组织劳动关系行为和实践的感知（Angle和Perry，1986）。
随着管理理念和工作场所的演变，劳动关系氛围的概念经历了从强调工会与组织间的对立关

系到关注员工与组织间的合作关系的转化。早期研究以组织建立工会为前提，在工会化工作场

所内聚焦劳资冲突事件或问题（Dastmalchian，1986）；新近的讨论则基于工会组织效率下降和

非工会化工作场所数量增加的现实，将注意力转移到劳资双赢和员工参与，从员工之间和员工

与组织之间相互信任、尊重和合作的视角拓展了劳动关系氛围的结构维度（Lee，2004），这为

“弱工会”背景下劳动关系氛围的界定及探讨提供了有力支撑（崔勋等，2012）。立足于中国情

境，崔勋和吴海艳（2011）进一步指出，关注劳资双赢和员工参与的劳动关系氛围在本质上反映

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是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形成基础和集中体现。本文遵循上述

演进的逻辑脉络，强调劳资双赢和员工参与对中国情境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核心作用，认为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是指员工在参与组织管理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真诚的合作意愿、融洽的合

作关系和共享的合作理念，在本质上反映出组织员工基于个人价值观的知觉导向。

现有文献对组织韧性内涵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借鉴自然科学对韧性的

认识，就如弹性物体弯曲或折叠后能恢复原有的状态和特性，具备韧性的组织在遭遇逆境冲击

时应当能够迅速调整并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组织韧性是一种体现防御属性的反弹能力

（El Nayal等，2020）。第二种观点指出组织韧性不应仅强调组织功能的维持和恢复，更应关注

组织能否通过积极调整在应对不利事件的过程中实现进化，是一种体现成长属性的反超能力

（Kahn等，2018）。第三种从预期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组织韧性的分析框架，认为不利环境下组

织实现反弹或反超的前提是意识到危机的早期信号并准确识别潜在风险，由此组织韧性还是

一种体现预期属性的反应能力（Huang等，2018）。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组织韧性是一种系

统性多维范畴（Sawalha，2015；Duchek，2020），涉及多重属性的复合（李平和竺家哲，2021），只
有预期—反应能力、防御—反弹能力及成长—反超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障组织有效应对

不利事件的冲击。

在组织韧性基本概念和原则的相关讨论逐渐丰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进一步探

索组织韧性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部分文献针对组织韧性的情境依赖特征，尝试从具体情境出

发讨论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如Huang等（2018）和国内学者单宇等（2021）均聚焦于数字科技

应用场景，剖析了数字化对组织韧性形成的影响；另一些文献则立足于组织韧性的多维复合特

征，从动态性和结构性视角提取与组织韧性形成相关的关键要素，这为深入了解组织韧性的一

般形成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影响组织韧性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宏观（组织及其

他利益相关主体）、中观（部门或团队）和微观（组织成员）三个层次（Gibson和Tarrant，2010），其
中组织成员个体的心理动机及价值判断对于组织韧性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和基础的作用：首先，

组织成员乐观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创造性思路和方法的产生，从而帮助个体有效应对消极或危

机环境，诱发个体韧性（Shin等，2012）。其次，较高的组织承诺和人际交往动机能够激发个体间

的相互信任和强烈的合作意愿（Britt等，2016），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补充成员的个体韧性（Sommer
等，2016），另一方面也能够将个体韧性拓展到组织韧性，帮助组织转危为安（Kuntz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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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社交网络也有助于激发学习取向和知识分享意愿（Kahn等，2018），
而逆境学习能力对组织韧性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而根据前述分析，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是员工

在与管理者合作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融洽关系，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积极情绪、情感契约和交

互动机。从这个角度，本文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H1：和谐劳动关系氛围能够显著提升组织韧性。

（二）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

战略共识是“个体—组织”匹配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反映组织成员对组织战略目

标和手段的认同程度（Bourgeois，1980）。Bourgeois（1980）在最早提出战略共识的概念时，仅关

注了由组织管理者构成的战略决策联盟的看法。但随着战略管理实践的发展，忽视员工在战略

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不仅会影响战略规划方向的准确性，而且会加剧战略实施过程中员

工的无效行为、员工与管理层的矛盾冲突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损耗，最终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

（Kellermanns等，2005）。除了主体范畴的扩充，战略共识的结构维度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

富和完善。初期的概念界定侧重于强调组织成员的战略理解，即对战略目标、实施计划、手段及

资源等主题清晰的、共同的理解和认识，反映的是战略共识的认知特性。Floyd和Wooldridge
（1992）、Boswell（2006）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战略理解的基础上，还应建立组织成员之间的情

感联系即战略承诺，以更有效地促使组织成员积极投身于战略执行过程。除了反映认知特性的

战略理解和情感特性的战略承诺之外，我国学者黄再胜（2011）认为对组织战略的广泛认同和

信任是产生强烈情感联系的前提，战略理解、战略认同和战略承诺是战略共识缺一不可的三大

维度。

以上概念演进历程表明，战略共识既体现了战略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又是组

织战略得以有效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的前置变量。当组织遭遇非常态环境的冲击时，战略共识

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帮助组织提高韧性：首先，提升组织的预期—反应能力。在战略规

划阶段，组织成员之间较高的战略理解力，能够通过知识共享和组织学习在整体层面迅速形成

危机情境下可行的应对方案及执行策略（杨建君和徐国军，2016），并就各方案的执行效果做出

一致性预期，帮助组织尽快锁定应对方案以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其次，提升组织的防御—反

弹能力。在战略执行阶段，较高的战略认同度能够引发积极的战略承诺，员工能够主动、互信和

忠诚地维护组织应对方案的顺利实施，战略资源得以迅速调配和有效使用（Schoorman等，

2007），从而保障应对方案的实施效果，实现组织在防御中反弹和恢复的目的。最后，提升组织

的成长—反超能力。在战略反馈阶段，较高的战略理解力不但能够从风险的角度迅速发现应对

方案执行过程中的不足从而在后期加以调整，而且随着解读动态环境的能力的不断提升，还能

够进一步挖掘不确定性中蕴藏的突破式创新机会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应对方案（刘华芳和杨建

君，2013），而较高的战略认同和战略承诺能够快速响应这种调整，最终帮助组织在非常态环境

下实现成长和反超。

此外，组织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有助于战略共识的达成。Knight等（1999）的研究表明，员工

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和任职年限等）差异程度与战略共识水平负相关。实际上，企

业员工的人口学特征差异折射出员工个体阅历的多元化，进而会导致员工不同的认知模式。员

工个体认知模式的差异，必然会在其对企业战略的理解和态度方面有所反映（黄再胜，2011）。
基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概念，若组织管理者在员工参与管理的过程中秉持共享和合作的理

念、施以真诚的合作意愿，组织与员工之间必然形成融洽的合作交流关系，这不仅能够提升员

工参与管理的自豪感，激发员工在交流过程中自主学习的热情，而且通过学习和探索也能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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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升员工在组织和职位层面的胜任素质，加深员工对组织及其发展的认识，这无疑有助于增

进员工的个体阅历、认知能力并强化其与组织的情感联系，从而促进员工对组织战略的理解、

认同和承诺。刘春英和万利（2018）发现，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有助于员工的积极劳动情绪、管理

参与和创新行为，李云和李锡元（2017）的研究则表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有助于员工自我职业

生涯管理和成长为职业经理人，这些经验研究从侧面反映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能够提升员工

的认知水平和职业素养，进而促进战略共识。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和谐劳动关系氛围能够通过提高组织战略共识而提升组织韧性。

（三）变革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有效的领导行为有助于降低员工和组织的角色冲突并激发员工持久的工作热情，是获取

卓越组织绩效的重要保障（Coyle-Shapiro和Shore，2007）。其中，变革型领导作为战略领导的指

代，在员工与组织关系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Frieder等，2018）。Bass（1985）认为变革型领导风

格是具有以下四个维度的领导行为综合体：精神激励、智力激发、理想化魅力和个别化关怀。从

作用途径来看，变革型领导风格具有两个互相补充且不可分割的突出特征。

首先，变革型领导坚信员工的能动性和价值创造能力。变革型领导致力于培养一种具有创

新性、成长性和包容性的文化，鼓励员工积极表达想法和分享知识，通过示范合作与互助，增强

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形成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互助互信、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关系（Wang和
Howell，2010；文巧甜等，2020），从而增进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另外，变革型领导在激励员工追

求自身利益时嵌入集体和组织目标，强调员工利益与组织目标的协同实现。变革型领导善于通

过愿景激励（idealized influence），为组织成员描绘未来蓝图（Hirst等，2009）；同时运用智力激

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明晰组织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体目标的关系（Frieder等，2018）；并通

过个别化关怀（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忠诚度和工作积极性

（Makri和Scandura，2010），这些特点都有助于增强员工的战略共识。可见，变革型领导能够正

向调节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战略共识之间的关系。

其次，变革型领导能够提升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协同绩效。面对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员工

认知模式的高度异质性，变革型领导不仅需要在紊乱繁杂的信息中解读环境，构建与组织一致

行动的意义和秩序，还要整合员工的心智与偏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机与信念，平衡员工认知

的冲突与矛盾（王辉等，2011），从而有助于形成组织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变革型领导作为积极

与和谐氛围的创造者、战略方向的引导者、共同语境的营造者（文巧甜等，2020），一方面能够降

低员工对复杂环境的忧虑程度（Ling等，2008），引导员工通过主动交流意见帮助组织强化立场

感知甚至修复已损坏的组织系统（Hind等，1996），增强员工协同抵御外部冲击的使命感及从事

创新活动的勇气和信心（Chen等，2019）；另一方面借由全体成员协同意念及创新行为来寻找

机会、适应变化，并引导成员为实现统一的组织目标将竞争压力和市场威胁转化为发展动力，

推动组织协同创新绩效的产生（李渊等，2019）。换言之，不确定性环境下变革型领导有助于不

断提高组织预警、解读动态环境的能力（Mallak，1998），以及适应和发掘不确定性环境中所蕴

含创新机会的能力，而这正是韧性的本质体现（孙谋轩等，2021）。由此，变革型领导能够正向调

节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地，鉴于战略共识对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的关系起中介作用，可以推断变

革型领导对此中介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总体而言，变革型领导以创造性思维和人文关爱情怀

进行组织意义建构与和谐劳动关系营造，强化员工的战略共识意愿，在此基础上鼓励员工打破

路径依赖、突破资源约束，带领员工发现新的技术、寻找新的市场、搜寻新的知识，是不确定性

环境下激发员工潜能和协作意愿、促进组织逆境成长的重要力量。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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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如下：

H3：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增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通过提升战略共识对组织韧性产生的正

向影响。

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战略共识 组织韧性

变革型领导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数据收集及理论假设检验。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科

技型中小企业以持续性的科技创新活动为生存手段，而劳动关系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直

接影响（刘春英和万利，2018），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的构建；另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兼具科技创新企业的高风险导向和中小企业的弱抵抗能力

特征，高度不确定性的非常态环境对其持续成长构成严重威胁，如何提升其组织韧性一直是学

界尝试突破的重要课题。此外，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实践层面具有明确的认定标准。科技型中小

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孵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的主

体，国家高度重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和扶持。2017年5月科技部等三部门印发《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及登记入库工作。截

至2020年底，山东省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8万家，居全国第三位，这为本文的调查活动提

供了现实基础。由此，选取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满足理论检验的要求，而且能

够保证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提升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二）数据收集

依托相关的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以2020年底山东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总体抽样框，

本研究于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开展了多阶段抽样调查。依次根据抽样框内企业的地区和行

业分布比例确定抽样数量，使用randbetween制作随机数随机抽取拟调查企业名单，所抽取企

业数量占抽样框内企业总体数量的5%。入库企业在认定时均提供了详细的联系方式，本次调

研主要通过邮箱发放电子版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并根据调研进度监控情况，在调研中期和

后期分别通过邮寄纸质版问卷和电话访问方式对部分企业进行了补充调研。对于每一家调查

企业，我们同时发放A和B两种问卷进行配对调查。其中A问卷包含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共

识和变革型领导三个量表及受访员工特征信息，每家企业由3名以内员工代表作答（若回收2份
以上有效问卷，量表各题项的得分取均值处理）；B问卷包括组织韧性量表、企业基本信息及受

访管理者特征信息，由于组织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相比对组织的总体情况较为了解，因此该问卷

由企业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作答。A问卷和B问卷以“企业名称”进行配对编码。本次调查共发放

A问卷2 700份、B问卷900份，分别回收有效A问卷985份、有效B问卷491份，剔除无法配对的问

卷后（A问卷未找到同一配对编码的B问卷，或B问卷未找到同一配对编码的A问卷），共获得

48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效配对问卷调查数据（626份A问卷匹配482份B问卷）作为本研究的

样本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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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测量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HR）。国内学者大多借鉴崔勋等（2012）的方法，从“劳资对立”“劳资双

赢”和“员工参与”三个方面对劳动关系氛围展开测量。根据本文的界定，“劳资对立”维度不属

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概念范畴，而且可能与“劳资双赢”维度指标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从而

导致测量偏差，因此我们采用其中的两个维度“劳资双赢”和“员工参与”对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进行测量，具体包括“公司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十分融洽和睦”等11个题项。采用探索性因子分

析发现以上所有题项提取两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1%，且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为0.877，表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组织韧性（OR）。如前文分析，基于逆境前、中、后的组织韧性构建机制，从“预期—反应能

力”“防御—反弹能力”和“成长—反超能力”三个维度对组织韧性进行系统测度。其中“预期

—反应能力”的测度借鉴了Duchek（2020）和Chen（2016）所构建的量表并进行了修改，包括“组
织能够主动监控外部环境，并及时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早期预警”等5个题项；“防御—反弹

能力”的测度选取了张秀娥和滕欣宇（2021）所开发量表中的适应能力部分，包括“组织在危机

发生时具有随机应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6个题项；“成长—反超能力”主要参考

Kantur和Iseri-Say（2015）的量表进行测度，包括“组织经常反思危机应对经验及动态环境中潜

在的发展机遇，时刻为实现逆境反超做准备”等4个题项。所有题项提取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81.5%，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2。
战略共识（SC）。采用黄再胜（2011）编制的战略理解、战略认同和战略承诺三维度量表进

行测量，包括“常说‘我们的’战略，而不是‘他们的’战略”等13个题项。提取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79.4%，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
变革型领导（TL）。采用Wang和Howell（2010）所编制的含16个题项的量表来测量，示例题

项如“领导强调集体使命感的重要性”等。对上述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特征值大于1的
条件下单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7%，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

上述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从1到7代表符合程度由低到高。另外，参考调查研

究的惯常做法，本文从受访企业管理者个体特征（性别：男性取1，否则为0；年龄：低于30岁取1，
否则为0；学历：本科及以上取1，否则为0）①及企业特征（行业：制造业企业取1，否则为0；性质：

国有企业取1，否则为0）两个层面选取了部分控制变量。

（四）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SPSS 20.0和Mplus 7.4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Harman单因素分

析和区别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理论模型中所涉及的员工自评变量的同源方差问题，

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为理论模型提供初步验证。然后使用StataMP
14.0软件，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H1主效应、H2中介效应、H3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最后讨论理论

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综合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Heckman自选择模

型测试主效应的稳健性，并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的研究方法和推荐的程序，采用

Bootstrapping方法对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测试。

四、  数据检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的组织韧性由企业管理层评价（问卷B），而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共识与变革

①考虑到本文检验模型中主要被解释变量“组织韧性”的测量数据来自于B问卷受访管理者的作答，且A问卷存在同一家企业2名以上受
访员工作答的情况，因此仅控制了受访管理者个体特征的可能影响，而未将受访员工的个体特征因素纳入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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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领导均由员工自评（问卷A），可能存在同源方差从而降低研究效度。

为了尽可能降低因作答主体相同而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纵向设计和设置

反向题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A的数据采集。首先，在第一个时间点请企业员工填写和谐劳

动关系氛围量表，并在此量表中添加关于战略共识和变革型领导的反向题项。其次，在间隔一

定时间后（3周以上）邀请同一员工填写战略共识和变革型领导量表，并在此量表中添加关于和

谐劳动关系氛围的反向题项。最后，整理两个不同时间点作答冲突或不一致的题项，与员工就

这些题项的含义和目的进行沟通解释后，由该员工在第三个时间点进行补充性作答。

Harman单因素法检验结果显示，将所有题项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三个因子，首个因子的方差贡

献率为24.191%，小于总方差贡献率82.927%的一半，表明经上述处理后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1所示，本文的基准模型（三

因子模型M1）具有可接受的拟合度（χ2/df=2.229，CFI=0.952，TLI=0.939，RMSEA=0.041），显著

优于所有的备选模型（包括3个二因子模型M2、M3、M4，1个单因子模型M5），表明本文量表的

区分效度较好。
 

表 1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模型 χ2/df CFI TLI IFI NFI RMSEA
三因子模型M1（HR，SC，TL） 2.229 0.952 0.939 0.945 0.929 0.041
二因子模型M2（HR+SC，TL） 4.151 0.873 0.801 0.806 0.790 0.088
二因子模型M3（HR+TL，SC） 4.575 0.85 0.76 0.763 0.747 0.111
二因子模型M4（TL+SC，HR） 4.877 0.808 0.714 0.722 0.704 0.122
单因子模型M5（HR+SC+TL） 6.881 0.691 0.516 0.530 0.505 0.157

　　注：HR代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SC代表战略共识，TL代表变革型领导，下同；“+”代表两个因子合成
一个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受访者中男性占47%，

9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0岁以下的受访者占18%；样本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占比64%，

国有企业占比8%。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显著正相关（r=0.318，p<0.01），这与H1的预

期相符；战略共识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显著正相关（r=0.184，p<0.01），同时与组织韧性显著正

相关（r=0.292，p<0.01），这与H2的推断相一致；变革型领导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r=0.081，
p<0.01）、组织韧性（r=0.374，p<0.01）及战略共识（r=0.267，p<0.01）均显著正相关，这为H3提供

了初步的数据支持。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HR 5.11 1.309 1
2.SC 4.75 1.386 0.184*** 1
3.OR 4.34 1.491 0.318*** 0.292*** 1
4.TL 5.07 2.383 0.081*** 0.267*** 0.374*** 1
5.性别 0.47 0.499 0.062*** 0.083*** −0.016 0.013 1
6.年龄 0.18 0.388 0.047** 0.049** −0.043** 0.130*** 0.000 1
7.学历 0.90 0.295 0.074*** 0.020 −0.018 −0.009 0.133*** 0.143*** 1
8.行业 0.64 0.197 0.012 0.034* 0.001 −0.038* 0.076*** 0.111*** 0.131*** 1
9.性质 0.08 0.278 0.042** 0.065*** −0.022 0.012 0.125*** 0.190*** 0.150*** 0.048** 1

　　注：OR代表组织韧性；*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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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层级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组织韧性 战略共识

（1） （2） （3） （4） （5） （6）
控制变量：

性别 0.005
（0.033）

0.014
（0.093）

0.044
（0.302）

0.001
（0.008）

0.109
（0.802）

0.112
（0.848）

年龄 0.009
（0.046）

0.015
（0.077）

0.009
（0.047）

0.059
（0.316）

0.022
（0.124）

0.039
（0.231）

学历
0.409**

（2.538）
0.472*

（1.669）
0.313*

（2.137）
0.304*

（2.126）
0.575**

（2.250）
0.540**

（2.173）

行业 0.463
（1.155）

0.575
（1.439）

0.506
（1.307）

0.474
（1.241）

0.247
（0.684）

0.209
（0.597）

性质
0.286*

（2.410）
0.678**

（2.392）
0.610*

（2.216）
0.480*

（1.760）
−0.248

（−0.970）
−0.099

（−0.394）
自变量：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0.191***

（4.303）
0.107**

（2.806）
0.166***

（3.494）
中介变量：

战略共识
0.176***

（3.600）
调节变量：

变革型领导
0.158***

（3.786）
0.226***

（4.518）
交互项：

变革型领导×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0.226***

（4.379）
0.045***

（4.341）

常量
3.560***

（13.498）
4.271***

（16.033）
3.334***

（10.834）
2.163***

（10.042）
3.399***

（14.121）
3.352***

（16.925）
F 11.72*** 22.87*** 17.09*** 9.24*** 13.62*** 7.27***

Adj R2 0.133 0.187 0.208 0.120 0.209 0.311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下同；为了消除共线性影响，回归前对所有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样本观
测值N=482。
 
 

第一，主效应检验结果。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行业类型、企业性质之后，将和谐劳动

关系氛围纳入模型（2），结果显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191，
p<0.01），本文的研究假设H1获得验证。

第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在模型（2）检验结果的基础上，第二步检验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

战略共识的影响，模型（5）的结果显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战略共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166，p<0.01）。第三步检验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与模型（2）相比，模型（3）进一步纳入战

略共识变量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明显减弱但仍然显著（△β=0.084，
p<0.05），表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部分通过战略共识进行传递，本文的

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

第三，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模型（6）的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对战略共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β=0.226，p<0.01），且变革型领导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交互项对战略共识的回归系数也显

著为正（β=0.045，p<0.01），表明变革型领导正向调节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战略共识之间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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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相似地，模型（4）的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β=0.158，p<0.01），且变革型领导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交互项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也

显著为正（β=0.226，p<0.01），表明变革型领导正向调节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综合上述结果，变革型领导能够强化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通过战略共

识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四）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成熟的量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限于调查

研究及截面数据的固有缺陷，以下两类内生性问题可能会挑战主效应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一是

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重视培育和提升自身组织韧性的企业可能更注重组织和谐劳动

关系氛围的营造，对此本文采用IV-2SLS进行检验；二是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尽管本

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样本，但抽样框限定在山东省范围内，且因疫情等影响问卷回收情

况与理想的抽样分布难以完全一致，本文拟使用Heckman自选择模型进行控制。以上两种内生

性问题处理方法均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

生性条件，本文选取2021年企业所在地获得省人社厅等单位联合命名表彰的“山东省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和“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园区”的数量作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工具变量，基本逻辑

是：企业所在地级市省级和谐企业及园区数量越多，表明该地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越浓厚，但

这一环境变量对个体企业的组织韧性通常没有直接影响。

如表4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可以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具有一定的

内生性，进行内生性问题检验是必要的。两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内生变量和

谐劳动关系氛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且F统计量均大于5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所选取的

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过度识别检验χ2统计量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

满足外生性条件。表4第二阶段（2）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和

谐劳动关系氛围的系数仍显著为正（β=0.082，p<0.01），主效应检验结果对反向因果内生性问

题保持稳健。同样，第二阶段（4）的估计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结果显著（β=0.022，
p<0.05），说明自选择问题确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β=0.068，p<0.01），表明主效应检验结果对于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保持稳健。

由于中介效应估计系数很难满足正态分布，可能导致基于Sobel检验的四步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存在偏误，因此进一步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ping法，对战略共识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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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变革型领导对劳动关系氛围与

战略共识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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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革型领导对劳动关系氛围与

组织韧性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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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测试。在原有样本数据（N=482）的基

础上，重复随机抽取1 000个样本进行检验，以获得稳健标准误和置信区间。如表5所示，在和谐

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中，95%置信区间[0.036，0.074]不包含0，战略共识的中介效应

显著（β=0.307，p<0.01），占总效应的73.5%。进一步解构发现，战略共识三大维度战略理解、战

略认同和战略承诺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上述结

果表明，本文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中介模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X→M→Y βYX βYMβMX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共识→组织韧性

0.109**
0.307*** [0.036，0.074]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理解→组织韧性 0.095** [0.134，0.156]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认同→组织韧性 0.102*** [0.300，0.387]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承诺→组织韧性 0.186*** [0.169，0.173]

 
 

本文按照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步骤，同样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进一步检验变革

型领导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样本抽取方式与表5相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在变革型

领导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通过战略共识对组织韧性的间接影响在10%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β=0.216，p<0.1）；在变革型领导水平较高的条件下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 4    主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V-2SLS模型 Heckman自选择模型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组织韧性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哑变量 组织韧性
第一阶段（1） 第二阶段（2） 第一阶段（3） 第二阶段（4）

性别 −0.080
（−0.648）

0.094
（0.753）

−0.262
（−1.135）

0.026
（0.722）

年龄 0.127
（0.852）

0.010
（0.056）

0.032
（1.261）

0.045
（0.260）

学历
0.443*
（1.669）

0.462**
（2.494）

0.076***
（3.772）

0.048*
（1.700）

行业 0.081
（0.521）

0.557
（1.376）

0.054
（1.017）

0.017
（0.972）

性质 0.091
（0.369）

0.130
（0.617）

0.018
（0.378）

0.028
（1.156）

省级和谐企业数量

省级和谐园区数量

0.276***
（2.859）
0.632***
（3.093）

0.238**
（2.516）
0.117**
（2.513）

逆米尔斯比率 0.022**
（2.046）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0.082***
（2.855）

0.068***
（3.904）

常量
3.303***
（12.161）

4.160***
（4.305）

0.838***
（14.825）

5.155**
（1.989）

χ 2
（p值）

0.006
（0.941）

13.142
（0.376）

Hausman
（p值）

4.57**
（0.016）

0.722***
（0.007）

F 59.46*** 63.946***
Adj R2/ R2 0.184 0.135 0.242 0.189

　　注：除非特别注明，第二阶段模型括号内报告的是Z检验值；样本观测值N=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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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β=0.509，p<0.01），且两者的差异也显著（△β=0.293，p<0.05）。上述结果说明变革型领导

能够强化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通过战略共识的中介对组织韧性产生的正向影响，表明本文调节

效应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和谐劳动关系氛围（X）→战略共识（M）→组织韧性（Y）

第1阶段 第2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βMX βYM βYX βYMβMX βYX+βYMβMX

低变革型领导水平 0.315** 0.149*** 0.022* 0.216* 0.238
高变革型领导水平 0.482*** 0.307*** 0.101** 0.509*** 0.610**

差异 0.267** 0.158** 0.079* 0.293** 0.372**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劳动关系工作，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摆在了重

要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营造来提升组织韧性，积极应对时代发展

带来的挑战，是摆在学界和业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利用针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从战略共识角度深入探究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

织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变革型领导对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战略共识与组织韧性关

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和谐劳动关系氛围能够显著影响员工的积极情绪、情感契约和交互动机

从而提升组织韧性，战略共识在此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战略共识

和组织韧性的影响受到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调节，组织变革型领导水平越高，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越有助于员工达成战略共识，反之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战略共识的促进作用将被削弱；变革型

领导水平越高，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越强，而变革型领导水平越低，和谐

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越弱。

（二）理论贡献

本文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1）丰富了劳动关系氛围组织后果及作用机制相关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立足于非

常态环境，选取组织韧性作为结果变量，重新审视劳动关系氛围对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行为的

影响及内在机理，拓展了劳动关系氛围影响效应相关理论。另外，借鉴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相

关文献，通过战略共识这把“钥匙”构建了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关系的作用模型，验证了劳

动关系氛围可以通过战略共识影响组织行为，这为个体心理认知与组织行为关系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对于揭示劳动关系氛围的影响过程这个“黑箱”有理论建构意义。

（2）拓展了劳动关系氛围影响的理论情境。诸多文献发现管理者的行为会对劳动关系氛围

及效果产生重要影响（Bryson，2005；Deery和Iverson，2005；Pyman等，2010），但这些研究主要

集中于工会化工作场所，侧重于“管理者—工会代表—员工”关系的理论情境，弱工会和非工会

化工作场所方面的情境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了变革型领导行

为的边界效应及其与中介变量的综合作用过程，发现变革型领导提供了非工会化工作场所条

件下劳动关系氛围产生影响的重要组织情境，这不仅佐证了领导行为在组织危机管理中的战

略价值，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弱工会背景进一步拓展了劳动关系氛围的作用情境。

（3）为解释组织韧性能力产生的前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从关注和满足员工对友好

组织氛围需求的角度，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推进，拓宽了劳动关系和组织行为的

交叉研究领域。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什么样的组织能够具备逆境反弹的韧性能力呢？针对这一

问题，以往研究发现资源冗余（Williams等，2017）、试错和风险承担（Ortiz-de-Mandojan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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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sal，2016）、循环学习（Massa，2017）等具有积极作用，并强调组织成员个体心理感知对组织

韧性形成的基础作用（Gibson和Tarrant，2010）。尽管这些成果令我们对组织韧性影响因素的认

识不断加深，然而受制于组织韧性的情境依赖和多维复合特征，目前理论界对组织韧性形成机

制的积累并不充分，尤其是对个体心理动机如何催生组织韧性这一基础路径仍语焉不详。在这

种情况下，本文从关注和满足员工对友好组织氛围需求的角度，研究了组织韧性产生的重要前

因即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研究结果不仅为解释组织韧性的前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能够

在劳动关系研究与组织行为研究之间建立起一个通道，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新意的理论架构。

（三）管理启示

本文揭示了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于组织应对动态环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力量，发现了

劳动关系氛围提升组织韧性的战略路径和边界条件，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

组织竞争力持续提升提供了协同思路，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重视“和谐的力量”，积极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氛围。组织韧性是组织应对多元逆境、在

危机情境下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但组织韧性并非产生于真空中，需要组织全体成员的通

力合作。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和谐也是一种力量，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有助于提高组织韧性，由

此如何营造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对于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换言之，在VUCA特征日

益明显的环境下，企业应高度重视营造和谐劳动关系氛围，以便为企业和员工的协同发展提供

支持。要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氛围，首先要设身处地为员工利益考虑，与员工建立双赢互信的关

系；此外，员工在工作中产生不满难以避免，畅通的沟通机制可以让员工的不满有宣泄的出口，

有效避免劳动争议的产生，如成立申述委员会等。

（2）遏制战略决策“一言堂”现象，提高员工的战略共识程度。在战略竞争时代，有效的战略

管理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Amason，1996）。有效的战略管理绝不仅仅是少数

管理者的事情，战略决策的“一言堂”不仅不利于战略准确性，也使得员工无法充分理解战略目

标的内涵及对自己行为的期望和角色要求（杨付等，2014），导致企业内部战略认同和情感承诺

难以建立。面对复杂和动态的外部环境，企业管理者唯有与员工战略共创进而达成战略共识，

才能够打破战略执行“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最大限度地保证新战略的可靠性，精心制定的战

略才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和积极投入。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表明，员工的战略共识能够传导劳动

关系氛围对组织的积极影响，是不确定性环境下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激发组织韧性能力的战略

通道。因此，企业应以优化战略管理为突破口，构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其配套政策，加强

对员工战略共识的培育和管理工作。例如，吸纳员工代表和工会代表进入战略决策委员会和愿

景研讨会，与员工进行持续的愿景澄清和战略沟通；通过建立正式机制及推动内部信息系统建

设等方式，积极引导高管团队与员工间的交流与知识共享活动等。

（3）点亮企业和谐发展的“航标灯”，突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引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市场交易逻辑在企业内部的盛行，劳动的商品属性无形中被放大，导致员工和企业在根本

利益上对立的风险。而经济社会转型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又导致员工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利

己主义思潮和行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增多（崔勋等，2012）。以上关于企业和员工的变化趋

势综合在一起，加之近年来逆全球化、贸易争端、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和不确定性事件深刻改变

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企业内部潜藏的劳资矛盾逐渐凸显和激化，对非常态环境下企业员工关系

特别是劳动关系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谐发展成为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助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形成及积极效应的产生，

是非常态环境下引导员工营造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增强战略共识进而推动组织实现逆境前行

的“航标灯”。由此，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或是在处理劳资争议甚至集体行动等劳

动关系相关问题时，不应仅关注协商、调解、仲裁等制度建设层面相关措施的建立与执行，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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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考虑如何通过变革型领导的引导作用增进和谐氛围与战略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筑牢企业与

员工之间的信赖关系，最终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首先，和谐

劳动关系氛围作为组织成员个体对工作氛围的自我感知，其与组织整体层面的韧性能力表现

之间必然存在复杂的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影响“个体—组织”匹配能力的因素都有可能充

当中介变量的角色。本文基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文献，极具尝试意义地考察了战略共识在

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传递作用，尽管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但也仅是找到了打开

黑箱的一把“钥匙”，未来还需要从多种视角刻画和呈现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联系。其

次，本文将变革型领导作为情境变量纳入劳动关系氛围与组织韧性关系的讨论中，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拓展了非工会化工作场所条件下劳动关系氛围产生影响的重要组织情境，但由于未能

将文化因素同时包含进来作为调节变量，结论是否能够适应于不同的文化情境，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因素无论对于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形成（吕景春和李永杰，2008）还
是组织韧性的产生（Massa，2017）都具有深刻影响。最后，在研究效度方面本文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本文的抽样调查限定于山东省内且观测样本仅限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这对研究结论的

外部效度产生冲击，可能会降低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而且在员工层面的变量测量中，仅在企业

内非随机地邀请几名员工进行作答，可能会影响测量效度，需要进一步结合企业员工人口背景

特征及职位类别开展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调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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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 climate (HLRC) i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labor relations by employees dur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mployee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requent uncertain events in recent years,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s to
cope with abnorm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HLR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HLRC on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R) necessary for organizations to successfully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abnormal environment.

Considering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data avail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SMEs) as a sample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oss-level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variables, A and B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same
sample enterprises for a paired survey. The item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esig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erified mature scale. Specifically, Questionnaire A contained relevant variabl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ch were answered by less than 3 employee representatives; Questionnaire B contained relevant
variable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which were answered by enterprise managers who were familiar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paired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482 TSMEs, this
paper uses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Heckman self-selection model, and
Bootstrapping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 sharing and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rought about by HLRC can help organizations reach strategic consensus faster and better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so as to have stronger OR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shocks. In addi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L) can better inspire morale through vision incentive when the
organization encounters an abnormal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 employees to jointly resist external
shocks and engage in innovative activities, so it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LRC on OR. The
study reflects the great power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HLRC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hich enrich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 climate. Second,
reveal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LRC and OR helps to exp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labor relation climate in the context of weak trade unions.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LRC, it explains how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of employees promotes
OR,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antecedents of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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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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